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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制度逻辑与实现路径*

——以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为例

苏毅清 莫斯婷

摘要：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四个村庄为案例，通过多案例比较研究，采用嵌套制

度分析框架，分析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实施成效及其差异，探讨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集体行

动的制度逻辑。研究发现：制度体系是不同层级规则的构型，其中，制度体系互动性与完整性的差异

决定制度体系的运行成效，而制度体系高完整性和高互动性是制度体系稳定运行、实现农村人居环境

治理集体行动的关键条件。本文进而提出三条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制度路径：一是以改

善制度体系互动性来提升制度体系完整性的“纵向飞跃式”路径；二是以提高制度体系完整性来推动

制度体系互动性的“横向推进式”路径；三是制度体系完整性和互动性相互促进、共同提升的“纵横

交错式”路径。本文研究能为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提供具有一般性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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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价

值和引领作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是尽快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期实现乡村全面振

兴的重要抓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造福于民，农民理论上应该有参与的积极性。但是，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中“政府拼命干、农民冷漠看”的现象屡见不鲜，生活垃圾和粪污处理依赖政

府、垃圾分类难以为继、村规民约和环保制度缺失等问题凸显（黄振华，2020）。受新冠疫情冲击和

逆全球化影响，政府财政收支矛盾凸显，政府“输血式”投入难以持续，农民治理惰性不减反增，市

场主体动力式微，社会组织能力不足（闫春华，2023）。此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还面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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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有别、地区有别”的挑战（李冬青等，2021）。东部沿海地区的发达村庄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行动中已开始考虑如何实现“三产”融合、“三生”融合和城乡融合等问题，而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

村庄还面临着治理行动难以持续、治理资金匮乏和治理主体碎片化等困境（闵师等，2019）。总之，

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面临的形势较为复杂。

以互惠和合作为核心的集体行动可以实现农村人居环境的良好治理（苏毅清等，2022）。那么，

如何实现此类利益增进型的集体行动？因地制宜、动态演进的制度设计被认为是最有效、最可行的实

现路径（奥斯特罗姆，2011）。当前，中国已在顶层设计上保证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的合法

性和权威性，但是，不同地方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的效果大不相同。有的村庄的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行动持续开展并取得较好成效，有的村庄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进展一般且成效一

般，而有的村庄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陷入瘫痪且成效不佳。面对迥异的治理效果，如何推进

低成本、高效率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成为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农村居民收入逐步提高，但是，政府和社会对农村人居

环境的关注不足，导致出现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与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的悖论（舒全峰等，2023）。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工程。理论上，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体现“从政府治理到

社会共治、农村自治”的行动逻辑（冷波，2021）。在地方实践中，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形成

政府主导模式、多元协同模式和基层自治模式等多种治理模式（徐瑾和王睿，2017；张志胜，2020；

沈费伟和陈晓玲，2021）。这些治理模式各有优势，显著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但是，农村人居环境

治理仍面临高成本、低效率和行动难以持续的困境（于法稳，2021）。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包括政府在内的主体都不可能单独解决所有问题。多元主体协

同的集体行动更有可能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朱云，2023）。国内外学

术界对地下水、渔业资源、森林、土地和灌溉设施等农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成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广

泛研究。在自然地理特征方面，地形地势（骆峰，2001）、物理距离（Konduru et al.，2002）、资源

稀缺性（Araral，2009）和土地细碎程度（卢华和胡浩，2015）等因素显著影响治理行动的成效。在

经济社会属性方面，人口特征（李超海，2009）、群体规模（奥尔森，2017）、劳动力迁徙情况（Wang

et al.，2016）、经济收入（彭长生和孟令杰，2007）、领导力（舒全峰等，2018）和社会资本（Anderson

et al.，2004）等因素对治理行动的成效产生影响。在制度方面，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Cao et al.，

2020；邓大才和王墨竹，2023）、治理机制与结构（Ribot et al.，2006）等因素显著影响治理行动的成

效。这些研究为实现农村公共事物治理集体行动提供了理论支撑。自然地理特征、经济社会属性和通

用制度规则成为人们探讨通过因地制宜的制度设计来促进农村公共事物治理集体行动的三大经典视角

（王亚华，2017）。然而，在实践中，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制度设计尚未完善，不同规则之间、

规则与行动者之间难以实现良好的协同交互，甚至出现规则缺失和行动者缺位的问题。这不仅导致治

理无序和资源浪费，还可能引发“治理隔离与间隙”的潜在风险，导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进

展缓慢（吴柳芬，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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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现有研究未从制度设计的视角对各地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行动成效的差异作出解释，导致地方缺乏可行的制度设计框架来指导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实践；二

是现有研究尚未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提炼与讨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模式的共性和特殊性，难以实现不

同治理模式的优劣互补、相互融合；三是现有研究大多提纲挈领地探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困境的解决

思路或基于数据分析特定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突出问题，鲜有研究剖析不同村庄农村人居环境治

理制度体系运行状态，因而难以呈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复杂性和互动性，导致研究的实践指导性弱。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的重要内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是

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的必要手段。本文运用嵌套制度分析框架，分析不同村庄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治理制度体系的运行状态，呈现制度设计对农民合作行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成效的影响，提出一

般性、动态演进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实现路径。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包括：一是在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领域，实现嵌套制度分析框架的拓展性应用，为分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乃至农村公共

事物治理提供更具参考性的原则框架和制度逻辑；二是提出实现不同类型村庄农村人居环境长效治理

的一般性提升路径，促进不同治理模式的融合。

二、理论分析

（一）制度体系：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集体行动形成的基本逻辑

农村人居环境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其中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通过有效的

制度设计来正确处理复杂系统和复杂问题的关系，才能确保农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整体性和功能性，构

建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共同体。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本质上是复杂系统的治理问题，需要

通过制度设计将不同的规则组织起来。

基于对复杂现实的探索和治理实践的总结，布卢明顿学派的代表性学者Anderies et al.（2016）提

出“制度构型”（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的思想，认为制度安排存在于复杂的耦合体系中，会受到

自然环境、目标冲突和技术水平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特定的环境会影响甚至塑造不同的制度安排或

制度设计原则。为此，研究者需要更深入地从规则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各个行动者的关系，分析如何在

不确定、多目标冲突和社会选择困境的背景下，设计人类社会与环境互动的治理制度（王树生和李松

花，2021；王亚华等，2022b）。制度构型的思想可以通过嵌套制度分析框架（neste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来表达。Ostrom（2005）在提出嵌套制度分析框架时指出，不同情境或层级的规则能够通

过互动实现组合或嵌套，由此形成制度体系。

本文认为，制度体系是多层级的规则以嵌套方式衔接而形成的，具有包含顶层设计规则、集体选

择规则和操作规则的三元结构特征（见表 1）。其中，顶层设计规则最高，规则变化最慢，规则数量

最少；集体选择规则处于中间，规则变化速度适中，规则数量适中；操作规则处于底层，最贴近个体

行动者，规则与行动者的互动频繁，因此操作规则层级的规则变化最快、数量最多。具体而言，首先，

顶层设计规则由国家制定并推行，体现顶层架构、共同目标和基本原则，保证自上而下治理行动的权

威性、合法性，并指导其他层级规则的制定。在中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美丽中国”理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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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等都属于顶

层设计规则，提供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政策框架和总体方向。其次，集体选择规则受制于顶层设计

规则，又高于操作规则，是制度体系中承上启下的枢纽。集体选择规则层级的相关行动者通过集体协

商和共同决策决定大多数的集体选择规则。集体选择规则在顶层设计规则指导下，决定操作规则层级

的行动者是否有特定决策权。各地区探索提出很多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方案、政策和管理制度等，

如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两筹两补”财政奖补政策
①
、“三自一补”政策

②
和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互联网+”管理系统等，都属于集体选择规则。最后，操作规则是高层级规则的具象化延

伸，融合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特点，通过激励机制设计改变个体行动者的成本与收益曲线，最终影响

农村居民的决策和行动结果。在本文案例中，地方探索提出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二次四分法”
③
、

“三员”管理机制
④
、“小手拉大手”活动

⑤
、积分兑换活动和开设道德讲堂等措施，皆属于操作规则。

表 1 制度体系的三元结构特征及其现实表现

制度体系

层级

层级

位置

规则变化

速度

规则

数量
规则作用 现实表现

顶层设计

规则
高 慢 少

提供政策框架

与总体方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美丽中国”理念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等

集体选择

规则
中 适中 中

将概念或政策

框架转化为

行动方案

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

“两筹两补”财政奖补政策

“三自一补”政策、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互联网+”管

理系统等

操作规则 低 快 多 负责具体执行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二次四分法”、“三员”管理机制、

“小手拉大手”活动、积分兑换活动和开设道德讲堂等

嵌套制度分析框架能够用于识别在特定情境中，构建怎样的制度更有利于促进集体行动（王亚华，

2022），因此，嵌套制度分析框架能为理解和处理复杂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问题提供良好的逻辑基础。

具体而言，首先，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在横向上包含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生活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整治、

①
“两筹两补”财政奖补政策指村庄自筹保洁经费和乡村建设公益项目经费，地方政府对自筹的保洁经费和乡村建设公

益项目经费按1∶1的比例给予财政补贴。

②
“三自一补”政策中的“三自”指群众自筹资金、自主建设、自我管理，“一补”指财政奖补。

③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二次四分法”：农户以能否腐烂为标准对垃圾进行一次分类，分成“可腐烂的”和“不可腐烂的”

两类；村保洁员在分类收集各农户垃圾的基础上，将不可腐烂的垃圾再分为“可卖的”和“不可卖的”两类；可腐烂的垃

圾投入阳光堆肥房堆肥，可卖的垃圾回收利用，不可卖的垃圾进入垃圾填埋场、焚烧厂处理，有毒有害垃圾进行特殊处理。

④
“三员”指分拣员、督查员和超市管理员。

⑤
“小手拉大手”活动指村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动员学生做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者、行动者，努力形成“教育一个学

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一个村庄”的全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共建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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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厕所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在纵向上涉及中央政府、省（区、市）、地级市、县（市、区）、

乡镇和村庄等多层级。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需要形成制度体系。首先，需要顶层设计规则的引领和规制。

规则就是秩序，好的秩序能够实现治理系统横向、纵向多要素的协同。其次，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离不

开集体选择规则的支持和保障。农村人居环境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共池塘资源，属于准公共物品，具有

较强的竞用性和较弱的排他性，使用这类资源容易陷入合作困境。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需要代表公共利

益的地方政府介入，通过集体选择确定农村人居环境这类准公共物品的需求、生产、供给、分配和消

费。最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需要因地制宜的操作规则，规避“搭便车”行为，以引导、促进农村人

居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实现。综上所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需要的不是单一的制度工具，而是多层级、

动态调适的制度体系。

（二）影响制度体系运行成效的关键条件：制度体系完整性和制度体系互动性

制度体系能够将零散的规则和众多行动者组织起来，并形成稳定的运行秩序。制度体系的运行成

效取决于两个关键条件：一是制度体系完整性，二是制度体系互动性。制度体系完整性是指制度体系

中不同层级的规则既“一同在位、相互嵌套和内在统一”，又“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不同层级的

规则分别影响不同的行动者，并以嵌套的方式保持内在统一，实现不同层级规则的相互补充和协同配

合。若顶层设计规则、集体选择规则和操作规则三个层级的规则同时存在，则制度体系是完整的，制

度体系完整性较高；若任意层级的规则缺失，则制度体系是不完整的，制度体系完整性较低。三个层

级的规则数量越多，则制度体系完整性越高。制度体系完整性提高，可以增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韧

性，促进多元主体的协调与合作，解决农村居民的行动困境问题（陈霄和李胜会，2023）。

制度体系互动性是指制度体系内不同层级的规则、同一层级的不同规则和规则与行动者的交互调

适。从纵向看，不同层级的规则存在互动，这种互动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自上

而下的互动主要体现为上一层级规则对下一层级规则的引导和约束，自下而上的互动体现为底层行动

者对规则实施的反馈和下层规则创新对上层规则的影响。从横向看，同一层级不同规则、规则与行动

者存在互动，具体表现为某一层级行动者制定的规则对该层级行动者和其他层级行动者行为的影响。

若特定层级的行动者积极回应规则，并推动规则创新，则制度体系互动性较高；若不同层级规则或同

一层级不同规则较为割裂，规则与行动者缺乏良好互动，则制度体系互动性较低。提高制度体系互动

性可以提升制度体系的灵活性、协调性，有利于回应复杂治理情境中不同行动者的个性化需求，增加

行动者互惠合作的可能性（何可，2015）。

（三）制度体系完整性与制度体系互动性共同作用下的制度体系运行成效

制度体系完整性和制度体系互动性影响制度体系的运行成效，进而影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集体行动

的结果。制度体系完整性和互动性的高低，直接影响行动者的决策与行为，进而产生差异化的制度体系

运行成效。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为例，为了识别制度体系完整性和互动性对制度体系运行成效和农村人

居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影响，本文绘制了一个二维象限图，具体如图1所示。制度体系完整性和互动性

的不同组合带来四种典型的制度体系运行状态，并呈现三种治理成效。图1中：A区的制度体系完整性

和制度体系互动性较高，带来较好的治理成效。在这一区域内，各个层级的规则均在其位且数量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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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级的行动者与规则形成充分互动，农民实现信任互惠，多元行动者实现集体行动，农村人居环境治

理的成效显著。在A区，最好的结果是无限趋向右上顶点的“高互动性×高完整性”，本文将之命名为

“理想状态”。B区的制度体系互动性较高，但制度体系完整性较低，治理成效一般。部分层级的规则

尚不充分或存在缺失，行动者只能与仅有的规则或零星的行动者进行互动，无法实现不同层级规则的互

动，因而，B区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集体行动较为混乱，各层级行动者可协调和利用的资源有限，规则

对农村居民的激励与监督不足，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较弱。在B区，极端情况会无限趋向右下顶点的“高

互动性×低完整性”，本文将之命名为“混乱状态”。C区制度体系完整性较高，但制度体系互动性较

低，同样也会造成治理成效一般。整个制度体系虽然完备，但各层级行动者与规则的互动和不同层级规

则的互动不充分，导致完整的制度体系在现实情境中缺乏适配性与灵活性。因此，制度效能难以被激发，

制度体系完备但难以作用于农民的行为和决策，个体化的农民难以被组织起来形成统一的集体行动。在

C区，极端情况会无限趋向于左上顶点的“高完整性×低互动性”，本文将之命名为“僵硬状态”。D

区制度体系完整性和互动性均较低，由此带来较差的治理成效。规则缺失导致行动者缺乏必要的激励约

束机制，原子化的个体行动者没有互动的基础。作为理性人的农民不愿意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集体行

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面临合作困境，从而导致治理进程缓慢甚至停滞。在D区，最差的结果是无限趋

向于左下顶点的“低互动性×低完整性”，本文将之命名为“初探状态”。

图1 制度体系完整性和互动性共同作用下的制度体系运行成效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与案例选取缘由

多案例比较研究能够对比分析“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提升研究的外部效度，在更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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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支持研究结论的一般性（许睿谦等，2023）。本文旨在研究制度体系如何影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集

体行动及其结果，其本质是分析特定现象的形成与发展，探究其背后的规律。本文拟通过分析广西壮

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四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村庄的案例，剖析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实践及其

结果的差异，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提供借鉴。这属于已有文献尚未充分探讨的内容，需要在嵌套制度

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构建，因此，本文采用探索性多案例比较研究方法。

作者所在研究团队围绕研究问题，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四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

村庄作为典型案例。本文选择贺州市八步区作为研究地点的具体原因如下：其一，贺州市重视生态环

境保护，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八步区作为贺州市的市辖区，其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试点工作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表现突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贺州市八步区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二次四分法”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 2021年第二批改革创新典型经验，并在全区推广。其

二，八步区自 2018年开始进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是贺州市最早开展试点的地区，能够提

供丰富、全面的信息，有助于深入理解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复杂性。其三，作者所在单位与贺州市人

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存在长期战略性合作，为研究团队调研和收集数据资料提供了条件。

（二）案例村庄的基本情况

赖村是贺州市首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村庄，西安村、三岐村和炭冲村是第二批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试点村庄。四个案例村庄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都呈现从“他治”向“自治”转变的过程，

其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自然地理特征和社会经济属性看，赖村地处平原，面积 30.07平

方千米，距市区 52千米，在国道沿线，2022年人口为 4596人，202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7508元，

村庄主要产业为种植业。西安村是传统特色村，地处山区，面积 8.77平方千米，距市区 86千米，2022

年人口为 2668人，202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5220元，村庄主要产业为劳务经济、林业和种植业。

三岐村是易地搬迁脱贫的瑶族村，地处山区，面积 27.39平方千米，距市区 37千米，2022年人口为

1533人，202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7153元，村庄主要产业为林业和种植业。炭冲村是国道文旅结

合的乡村风貌示范村，地处丘陵，面积 17.26平方千米，距市区 17千米，2022年人口为 4950人，2022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7800元，村庄主要产业为种植业和养殖业。案例村庄在地形、辖区面积、人口、

交通情况、支柱产业和收入等方面有各自特点。因此，这些村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的复杂性

不同，在制度体系影响下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集体行动及其结果也存在差异。

（三）资料来源与分析过程

本文主要通过实地访谈、结构化问卷调查和查阅相关档案台账获得数据资料。作者通过非正式沟

通方式，如微信交流、餐会聊天和电话随访等，进一步获取相关数据资料。此外，作者还利用政府公

开信息、相关新闻报道和政府各部门微信公众号推送内容等进行三角验证。在贺州市人民政府发展研

究中心的协调下，研究团队分别于 2019年 12月、2021年 10月、2023年 7月和 2023年 10月到贺州

市八步区调研，开展半结构化和结构化访谈。首先，对负责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的贺州市八步

区深入开展“美丽八步”乡村建设重大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美丽办”）的领导干部进行

半结构化座谈。座谈内容包括：区级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的部署；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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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成效及经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存在的困境。其次，与八步区美丽办主要工作人员进

行“一对一”访谈，并通过查阅相关档案台账掌握全部试点村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的实施情

况。再次，根据理论抽样方法，考虑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成效、村庄发展禀赋等因素，选择大

宁镇赖村三门寨、开山镇西安村高田寨、黄洞瑶族乡三岐村三岐口和莲塘镇炭冲村黄屋排 4个自然村

作为调研对象。最后，采用定额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对 4个自然村所在行政村的村“两

委”成员（每个村庄至少 2人）、村民专项理事会代表（每个村庄至少 2人）、乡贤代表（每个村庄

至少 2人）、村民代表（每个村庄 10人）、“三员”代表（每个村庄 3人）、环卫工代表（每个村

庄至少 1人）和环卫企业人员代表（每个村庄至少 1人）等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和结构化问卷调查。作

者根据案例研究的规范流程，将近 32小时的访谈录音、30余万字的文字资料和 141份问卷录入电脑

并进行分类编码，进行关键词提炼和归纳分析。

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村庄案例的对比分析

（一）赖村三门寨：制度体系高完整性、高互动性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集体行动的达成

大宁镇赖村人口众多，村集体经济发达，于 2019年成为贺州市首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村。作

为试点村，赖村选择群众基础较好的三门寨（自然村）率先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赖村三

门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 2013年之前，农村生活垃圾由农户自行处理，

大部分垃圾在村内被焚烧，无法焚烧的垃圾则被填埋在村庄附近沟渠中。二是在 2013－2018年的“美

丽乡村”建设时期，政府出资建设乡镇垃圾处理中心和集中焚烧炉。三是 2019年及以后，在政府支

持和引导下，赖村三门寨开始探索建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制度体系。农户缴纳保洁费，按照“二

次四分法”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可腐烂的垃圾就地堆肥，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将

不可腐烂垃圾交由环卫企业处置。赖村三门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的成效较好，其生活垃圾分

类治理制度体系运行顺畅，各层级的规则完整且丰富，各层级的行动者与规则、不同层级规则和同一

层级不同规则的互动水平高。

1.赖村三门寨的制度体系互动性：从低互动性走向高互动性。首先，在顶层设计规则层级，国家

出台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等

文件，提出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模式。其次，在集体选择规则层

级，贺州市政府选择八步区赖村作为首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村庄，试行生活垃圾“二次四分法”。

最后，在操作规则层级，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共同动员和组织农村居民开展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试点工作。赖村三门寨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制度体系的运行情境由此展开。

在试点初期，赖村三门寨的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制度体系极其简单。一是赖村村委会将集体选择规

则层级的《贺州市八步区大宁镇赖村村庄规划（2013－2022年）》转化为三门寨村规民约中的环保条

款，同时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宣传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必要性，组织农户学习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知识。

二是在政府协助下，赖村村委会组织、引导农户组建负责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的组织——三门

寨村民专项理事会（以下简称“村民理事会”）。三是驻村工作队、赖村村干部、三门寨村民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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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核心行动者以入户发放生活垃圾分类物资、社交媒体传播等方式普及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二次四分

法”。可见，在试点初期，行动者较少，行动者之间、行动者与规则的互动不多，制度体系互动性较

低。因此，试点初期三门寨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效并不理想：极少数人努力分类，多数人不愿分类，

老年人不会分类。

面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困境和政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的压力，赖村村委会、三门寨村

民理事会和驻村工作队等行动者通过增进制度体系互动性，来改善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制度体系的运行状

态。具体而言，一是赖村村委会向上反馈，争取八步区和大宁镇两级政府的支持，推动“两筹两补”财

政奖补政策出台；二是驻村工作队向上反馈，争取后援单位的物质支持和资金援助；三是三门寨村民理

事会依托村庄社会网络，广泛征集农户的意见和建议，制定村庄保洁费征收标准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

村规民约，明确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的学习和宣传方式、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指导和监督办法、农户

完成生活垃圾分类的激励政策与不当行为的惩罚措施等；四是在赖村村委会、三门寨村民理事会组织下，

三门寨村庄老党员、宗祠族老、热心人士和妇女代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村庄生活垃圾分类的先行者、

监督者和宣传者，以点带面，实现地方治理力量的聚合，带动农户参与。因此，村庄行动者之间、行动

者和规则的互动增多，三门寨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制度体系从低互动性走向高互动性。

2.赖村三门寨的制度体系完整性：从低完整性走向高完整性。试点初期，在集体选择规则层级，

贺州市八步区政府仅仅提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方案，无其他支持性政策或实施机制。在操作

规则层级，三门寨被动接受、学习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二次四分法”，以开会、广播和小组长通知等

传统方式动员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各个层级规则的要求不具体，规则数量也不多。

农户仅通过村庄宣传知晓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推动农户参与的激励约束机制缺乏。

为解决上述问题，赖村村委会、三门寨村民理事会、驻村工作队和农户等众多行动者加强与不同

层级规则的互动，提升制度体系完整性。具体而言，在集体选择规则层级，贺州市八步区政府出台“两

筹两补”财政奖补政策，对村庄自筹的保洁经费和乡村建设公益项目经费按 1∶1比例给予财政补贴，

为村庄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提供配套资金支持；八步区美丽办开发建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互联网+”管理系统，实时监督村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开展情况；政府还设立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公益性岗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三员”，实施“三员”管理机制。在操作规则层级，三

门寨探索形成一系列操作规则细则，进一步引导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第一，按照“谁受

益谁付费”的原则，农户需要按家庭人口向三门寨村民理事会缴纳固定数额的保洁费，以支持政府向

环卫企业购买生活垃圾处置服务。第二，“奖优逼劣”，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在“两筹两补”

财政奖补政策资金的支持下，三门寨开设爱心积分超市。农户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并维护好房前

屋后卫生，即可获得爱心积分，可以在爱心积分超市用爱心积分免费兑换生活用品。同时，赖村村委

会邀请德高望重的乡贤在村里开设“道德讲堂”，从思想上引导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另一方面，对于不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农户，赖村村委会、三门寨村民理事会和驻村工作队入户宣教，

并发动邻里亲友对其施加舆论压力，提高农户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同时，三门寨村民理事会

通过罚款或惩罚性劳动来纠正农户的乱扔垃圾行为，改变农户对农村人居环境的态度。第三，赖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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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增设公益性岗位，以竞聘方式招募有能力、负责任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三员”，“三员”

负责监督、指导农户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第四，在村庄教育、文娱活动中融入生活垃圾分类知

识的宣传。村属小学开展“小手拉大手”环保公益活动，教导幼童学会生活垃圾分类，并通过幼童的

言行感染、带动家中成年人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赖村村委会和三门寨村民理事会联合举办村庄晚

会，并在集会中设立生活垃圾分类“有奖竞答”环节，在娱乐中宣传生活垃圾分类知识；三门寨农户

还自创生活垃圾分类民谣、顺口溜，传播环保理念。第五，赖村村委会和三门寨村民理事会在农户家

墙体外立面改造、村道改造、公共活动中心改造中融入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元素，营造舒适的绿色空间

以提升农户的幸福感、归属感，潜移默化地塑造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意识。

3.赖村三门寨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集体行动的达成。综上所述，在赖村三门寨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制

度体系中，顶层设计规则始终高位引领，集体选择规则和操作规则逐步完善。制度体系由低完整性走

向高完整性，由低互动性走向高互动性。这是各个层级行动者的互动、行动者与规则的互动、行动者

与外部环境的互动等共同塑造的结果，最终推动农户积极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集体行动和主动

维护好村庄人居环境。

（二）西安村高田寨：制度体系高互动性、低完整性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集体行动的勉强达成

开山镇西安村地处广东省、湖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省份交界处，劳动力多外出到广东省和湖

南省务工，在村人口较少，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严重。在推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之前，

西安村主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环卫企业清运并处置农村生活垃圾。由于西安村位置偏远，

环卫车到西安村清运生活垃圾的成本极高，给八步区政府和西安村带来极大的经济压力。因此，西安

村被列入贺州市第二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村庄名单。西安村选择高田寨（自然村）率先开展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西安村高田寨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制度体系呈现制度体系高互动性和低完整性

的特征。行动者与规则、不同层级规则和同一层级不同规则存在较多互动，但是，西安村特殊村情使

其难以有效应对村庄空心化、经济发展压力和地理区位限制等挑战。

1.西安村高田寨制度体系高互动性的形成。借鉴赖村三门寨等的试点经验，西安村高田寨结合本

村实际调整和创新了操作规则。一是不同层级行动者的互动。高田寨吸纳更多行动者，组建“政府包

村工作组－西安村村委会－高田寨村民理事会－各小组组长－农户”的网格化管理体系，明确各主体

分工。在这个网格中，政府包村工作组负责解释政策要求，引导村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开展；

西安村村委会以及高田寨村民理事会负责监督、指导和协调村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小组长

负责沟通、联系农户；农户进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并缴纳定额的保洁费。二是同一层级行动者的互

动。西安村村委会联合高田寨村民理事会，借助村庄传统社交网络和微信、抖音等新型社交平台为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宣传造势，并鼓励农户相互监督，减少“搭便车”现象。三是不同层级规则

的互动。西安村村委会统筹运用“两筹两补”财政奖补政策资金，创新性地建立“公益性岗位待遇从

优”的激励机制，在保证岗位基本工资的基础上，根据“三员”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中的表

现发放绩效奖金。这有利于提高农户主动学习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的积极性，促使部分农户积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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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三员”岗位的竞聘。同时，西安村村委会创新性地采用“招投标”
①
的方式进行“三员”竞聘，

以确保管理人员认真负责和尽可能降低人员聘用成本。四是规则与行动者的互动。八步区政府联合西

安村村委会利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互联网+”管理系统，公布高田寨所有农户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

点工作中的积分和排名，张贴红黑榜，并“奖优罚劣”。排名靠前的农户除享有用爱心积分免费兑换

物品的权益外，还能额外得到奖金。排名落后的农户则会面临村内“闲言碎语”和“丢脸”的压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促使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集体行动。

2.西安村高田寨制度体系低完整性的体现。尽管西安村高田寨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制度体系

的互动水平较高，但现有制度体系并不能很好地满足西安村高田寨治理和发展的需求。这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集体选择规则难以支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的开展。高田寨劳动力大量外流，村庄空

心化严重，多数农户常年不在家。这使村庄自筹保洁经费过少，进而影响地方财政支持力度，导致高

田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面临资金缺口；另一方面，村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中农户的

有效参与仍不足。高田寨地理位置偏远，村集体经济发展较为薄弱，留守农户的收入不高，他们更关

注自身收入提高，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的积极性不高。

3.西安村高田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集体行动的勉强达成。总体而言，西安村高田寨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治理制度体系的运行成效不及三门寨，农户虽然能按照“二次四分法”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

但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和持续性还有待提升。高田寨留守农户受村庄远离中心城区、经济发展缓慢

和劳动力外流等因素的影响而缺乏参与积极性。西安村高田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集体行动只能勉

强达成。

（三）三岐村三岐口：制度体系高完整性、低互动性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集体行动难以协调

黄洞瑶族乡三岐村人口少，村民原是在大山里以户为单位独居的瑶族居民，在家庭经济、生产生

活方式方面存在较大异质性。三岐村作为易地扶贫搬迁村而被列为贺州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村庄。

三岐村选择了三岐口（自然村）率先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不同于西安村高田寨，三岐村

三岐口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制度体系运行体现出制度体系高完整性和低互动性的特点。

1.三岐村三岐口制度体系高完整性的体现。借鉴赖村三门寨的试点经验，三岐村三岐口建立相对

完善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制度体系。在顶层设计规则引领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二次四分法”、

“两筹两补”财政奖补政策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互联网+”管理系统等集体选择规则支持、保障三岐

村三岐口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同时，作为易地扶贫搬迁村，三岐村三岐口享有易地扶贫

搬迁后续扶持政策的支持；作为瑶族聚居地，三岐村三岐口得到“少数民族特色旅游村寨”项目的支

持，建成具有瑶寨风情的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在操作规则层级，农户缴纳定额保洁费、积分兑换

活动和“三员”管理机制等操作规则激励、引导村民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集体行动。

①
西安村村委会在村里发布用工招标公告，邀请村民通过投标的方式竞聘“三员”岗位。投标是指村民自备生活垃圾清

运车、智能手机等必要的治理工具，根据其投入的成本、工作量等自行确定一个可接受的价格，并报给村委会。然后，

村委会公布全部投标村民的投标价，根据“价低者得”的原则确定“三员”招聘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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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岐村三岐口制度体系低互动性的表现。三岐村三岐口是一个移民新村，村民仍保留独居的

传统生活方式，村庄社会资本不足。尽管三岐村三岐口的制度体系拥有较高的完整性，但相关行动

者并不活跃，难以推动现有的制度体系有效运行。一是行动者的互动不充分。三岐村村干部只是将

垃圾分类桶免费发放给村民，在公共场所设置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标语，并组织一些村民开展

有偿的村庄清洁行动，以此逐渐增强村民的集体荣誉感和村庄归属感。二是不同层级规则的互动不

充分。在“两筹两补”财政奖补政策支持下，三岐村村委会选择与三岐口小卖部合作，由小卖部经

营者代为管理、发放积分物品。这虽然节省了部分“三员”的聘用经费，但难以发挥积分兑换活动

和“三员”管理机制的激励作用。三是规则与相关行动者的互动不足。由于村民白天都离家进山伐

木，三岐村村干部只能通过微信群、QQ群等虚拟网络平台发布相关通知，线上组织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知识的学习。此外，村民竞聘“三员”岗位的积极性不足，三岐口部分“三员”岗位只能由村

干部兼任，由村民担任的“分拣员”也只是简单地将各家各户的生活垃圾清运走，未能对农户的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进行监督和指导。

3.三岐村三岐口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集体行动难以协调。综上所述，三岐村三岐口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治理制度体系存在制度体系完整性较高但制度体系互动性较低的情况，村民缺乏互惠合作。在

三岐村村委会的持续努力下，村民开始树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意识，但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

集体行动的积极性不足：部分村民拒绝进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部分村民参与但做不好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还有的村民甚至拒绝缴纳保洁费。三岐村三岐口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集体行动出现分歧，治

理成效一般。根据走访调查的情况，其原因可能在于：第一，三岐村三岐口是一个移民新村，发展基

础相对薄弱，村民对彼此不熟悉，难以进行有效互动；第二，山多地少的资源条件使村民忙于经营自

家林场，村民早出晚归没有多余的时间关注村庄公共事务；第三，当地政府主导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村民对政府形成依赖，认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同样是政府的责任。

（四）炭冲村黄屋排：制度体系低完整性、低互动性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集体行动的涣散

莲塘镇炭冲村交通便利、毗邻城区，人口众多，村集体经济发达，多项基层治理工作表现突出。

该村农户多数为兼业农户，农忙时在村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则经营副业。因而，炭冲村涌现一批乡

贤能人。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实施之前，炭冲村生活垃圾处置工作主要由村集体和乡镇政府

共同负责，村集体出资，镇政府给予补贴，花钱请环卫企业到村清运垃圾。2019年，炭冲村被选为贺

州市第二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村庄，炭冲村选取炭冲寨（自然村）作为试点村庄。黄屋排（自然

村）毗邻炭冲寨，未能成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村庄，而黄屋排又想争取更多政策资源下沉，于是

主动进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然而，在实践中，黄屋排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制度体系的完整性

和互动性均较低。

1.炭冲村黄屋排制度体系低完整性的体现。由于炭冲村黄屋排是自行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其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制度体系存在严重缺失。首先是集体选择规则的缺失。一方面，黄屋排得不到

地方政府“两筹两补”财政奖补政策的支持，需要自行承担兑换物品购置经费、“三员”工作经费、垃

圾分类设备购置经费和阳光堆肥房修建费用等，其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本远远高于购买环卫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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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置服务的成本。另一方面，黄屋排无法使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互联网+”管理系统，难以对农

户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行动进行监督和评比，农户“搭便车”现象泛滥。其次是操作规则的缺失。由于

缺乏集体选择规则的支撑，黄屋排制定的操作规则缺乏依据和公信力。村民理事会很难向农户收取定额

保洁费，农户也普遍不按照要求进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村干部和村民理事会入户宣教的效果不佳。

2.炭冲村黄屋排制度体系低互动性的体现。炭冲村黄屋排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制度体系的互动

性极低。黄屋排的村民理事会到炭冲寨了解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二次四分法”等基本做法，却没有形

成完整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制度体系，导致制度设计过于简单和农户参与不积极。黄屋排村民理

事会统一发放垃圾分类桶给各农户；召集全体农户开会，共同学习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二次四分法”，

并向农户征收定额保洁费。但是，在此过程中，黄屋排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参与主体很少与规则

进行互动。

3.炭冲村黄屋排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集体行动的涣散。炭冲村黄屋排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制

度体系的完整性和互动性都较低，导致黄屋排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效不佳。农户拿到垃圾分类

桶，但普遍不进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同村的炭冲寨得到政府“两筹两补”财政奖补政策的支持，并

建立积分兑换活动、“三员”管理机制、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互联网+”管理系统等配套操作规则。相

比之下，黄屋排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受访农户普遍认为自己遭受了不公平的

政策待遇，因而，不愿缴纳保洁费，不愿进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搭便车”现象严重。

五、制度体系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实现路径及进一步讨论

（一）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路径

如何因地制宜地推动不同村庄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结合制度体系完整性和互动性两

个关键条件，本文提出三条实现路径。

1.“纵向飞跃式”路径。这条路径主要是通过增强制度体系互动性来提高制度体系完整性。在农

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制度体系完整性和互动性互为前提，可以借助制度体系的高互动性来提升制度体

系完整性。底层的操作规则与行动者形成良好互动，可以向上影响集体选择规则制定，带来新集体选

择规则的产生或旧集体选择规则的调适，并可能带动顶层设计规则的完善，从而提高整个制度体系的

完整性，使制度体系运行最终趋向“理想状态”。村庄的行动者能在制度体系的影响下达成农村人居

环境治理集体行动。赖村三门寨不同操作规则的互动、行动者与规则的互动，最终推动集体选择规则

的创新。贺州市八步区政府推出新的集体选择规则——“两筹两补”财政奖补政策，不仅在集体选择

规则层面明确了农户生活垃圾处理付费的责任，还进一步完善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激励约束机

制。“两筹两补”财政奖补政策既是对原有贺州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集体选择规则的补充，又为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注入新的驱动力，促使农户从“要我分”到“我要分”的转变。因此，本文案

例中治理成效一般的西安村高田寨，若想提升制度体系运行成效，未来可考虑“纵向飞跃式”路径，

通过增强制度体系互动性来提高制度体系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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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纵向飞跃式”路径适用于以下类型村庄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一是拥有地方特色、

文化传统传承较好或特色产业发展较好的村庄。这类村庄已经在保护地方特色、传承传统文化和发展

村庄产业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制度体系互动基础，可以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选择“纵向飞跃式”路

径，“以互动促完整”，提高村庄制度体系的完整性。二是自治基础良好、具有较高发展积极性的村

庄。这类村庄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已经实现较高的制度体系互动性，因此，其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可以选

择“纵向飞跃式”路径，构建系统、全面的村庄制度体系，促进村庄集体行动能力的跃升。三是集体

经济发展较好或农户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村庄。这类村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村庄农户对生活品质的要

求高，可以选择“纵向飞跃式”路径，利用自身经济优势，探索先进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模式，拓展

创新村庄治理规则，以更好地满足农户对高水平农村人居环境的需求。

2.“横向推进式”路径。这种路径是通过增强制度体系完整性来提升制度体系互动性。在农村人

居环境治理中，可以不断完善操作规则来回应基层群众的需求，从而激励农户、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

等主体参与，共同培育、壮大村庄社会资本，推动制度体系运行趋向理想状态。上述案例中的三岐村

三岐口可以选择“横向推进式”路径，利用完整的制度体系增进规则与行动者的互动，既能正向引导、

激励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又能监督、约束农户，进而释放制度体系的治理效能。

本文认为，“横向推进式”路径适用于以下类型村庄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一是各方面发展都较

为普通、没有突出优势的村庄。这类村庄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完善制度体系，依托村干部、乡

贤和“三员”等关键治理主体，带动更多农户参与，进而通过行动者的互动、行动者与规则的互动来

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集体行动。二是地理条件较好的村庄。这类村庄普遍地势相对平坦，人口聚居，

有较多可利用的土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这类村庄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需要激活更多行动者与规则

的互动，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生活的舒适度和便利性。三是建

村时间较短、社会资本较薄弱和村庄软硬件基础设施需要进一步提升的村庄。这类村庄宜采取“横向

推进式”路径，通过改善制度体系完整性来鼓励引导农户参与，培育村庄的社会资本和农户的公共精

神，进而激活不同规则、行动者与规则、不同行动者的互动，使农户能够主动、持续地参与村庄农村

人居环境治理集体行动。

3.“纵横交错式”路径。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制度体系互动性和完整性相互促进，形成制度

合力，可以大幅降低政策执行成本，驱动制度体系趋近理想状态，实现积极、持续的农村人居环境治

理集体行动。炭冲村黄屋排面临较为严峻的农户“搭便车”困境，宜采取“纵横交错式”路径。一方

面，通过关键行动者与规则的互动，为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集体行动提供更多的激励；另

一方面，争取必要的政策资源和社会关注，为村庄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提供更多的外部支持，利用外

部资源推动不同层级规则、同一层级不同规则的互动，使得不同层级行动者得以协调行动，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治理。

本文认为，“纵横交错式”路径适用于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村庄。这类村庄

普遍具有资源相对匮乏、灾害相对频发、发展能力较弱、经济水平较低、远离经济中心或政治中心、

交通不便等特征。这类村庄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面临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困境，宜采取“纵横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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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路径。需同步增强村庄制度体系的完整性和互动性，在完整的制度体系保障下，借助倾斜性的政

策资源，充分调动农户参与村庄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全体农户的生活条件。

（二）进一步的讨论

1.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成效差异的解释。在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时代背

景下，农村人口老龄化、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农村产业脆弱、效益低下，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面

临全方位、多角度的冲击与挑战（王亚华等，2022a）。有研究表明，农村衰落并不是必然的，关键取

决于农村以何种方式应对外部变化（Li et al.，2019；Su et al.，2024）。村庄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方式不

同，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有的村庄抓住机遇主动发展，实现了乡村全面振兴；有的村庄被变化裹

挟着被动发展，逐渐走向衰落；有的村庄甚至走向消亡。因此，村庄如何通过调整形成良好的制度体

系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显得尤为重要。

制度经过精心设计与调整后，具备一定的确定性，以制度的确定性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是实现

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制度设计是当下解决乡村社会复杂问题，实现乡村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

有效工具（Banerjee et al.，2007）。制度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可以帮助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好地研究

和理解社会的运作机制。在本文所讨论的制度体系中，自上而下实施的顶层设计规则引领、推动农村

发展；自下而上提炼的操作规则推动公众的集体行动参与，是国家治理行动的有效补充。两者共同形

成完整且适配的制度体系，能够回应村庄发展的内外部复杂问题。

当然，在地方治理实践中，农户积极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集体行动的背后，是政府强有

力的财政保障，这在本文中体现为政府主导下的集体选择规则。然而，随着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在全国的逐步推广，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资金缺口问题，集体选择规则难以持续运行，导致激励、

监督机制等操作规则失效，严重影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可持续性。因此，未来研究还应重视

非制度因素的影响。自然地理特征、社会经济属性和文化等非制度性因素会加速或延缓制度体系的

形成与运行，从而影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结果。具体而言，首先，地理位置、村庄聚居形态和地

形地貌的差异会带来不同的集体行动成本。比如，村庄人口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容易导致“搭便车”

问题，村庄是否在平原地区也会对环境治理的结果产生显著影响（王亚华和舒全峰，2021）。其次，

距离交易市场的远近会影响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预期。同时，市场机会可能会激励农户积极参与集

体行动，也有可能对村庄集体行动产生负面影响（Agrawal andYadama，1997；Konduru et al.，2002）。

再次，劳动力迁徙对村庄人口稳定性造成负面影响，削弱农户之间的联系，严重影响村庄的集体行

动能力（苏毅清等，2020）。同时，农户的经济收入差距会影响其参与集体行动的积极性（彭长生

和孟令杰，2007）。最后，农村还存在宗族关系、祠堂文化和神事信仰等传统元素，这些特殊元素

会影响农户环境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进而影响村庄环境治理集体行动能力（陈天祥等，2015）。比

如，族老长辈和祠堂领袖在村民中拥有极高威望和信任，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组织经验和人生智慧，

引导这些群体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集体行动，将加速实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建设目标（张笑菡，

2022）。综上所述，自然地理特征、经济社会属性和文化等非制度因素会强化或弱化制度对村庄集

体行动能力的影响。因此，在实践中需要综合考量并充分发挥非制度因素的作用，提升村庄农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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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环境治理集体行动能力。

2.制度体系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模式的共性特征。现有研究总结了各地采用不同模式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治理所面临的问题，如自主治理模式容易引发“搭便车”现象、政府供给模式中部门责任

界限不清和农户主体参与缺失、市场供给模式中政企目标偏离引发市场失灵、多元共治模式中各个参

与主体难以协调等（周定财等，2021）。从制度体系的视角来看，这些问题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共性

特征。其一，自主治理模式下“搭便车”问题导致治理难以为继，这体现为在缺少集体选择规则支持

的情况下操作规则难以持续运行的问题。因此，此类问题属于集体选择规则缺失引发的制度体系完整

性不足的问题。其二，政府供给模式虽提供了充足的集体选择规则，但缺少激励人们采取具体行动的

操作规则，导致农户参与度低。此类问题属于操作规则缺失引发的制度体系完整性不足的问题。其三，

市场供给模式存在市场失灵困境，这类问题属于政府干预缺位使得制度体系缺少集体选择规则，进而

导致操作规则层级的市场规则无法高效运行。此类问题属于集体选择规则缺失引发的制度体系完整性

不足的问题。其四，多元共治模式中各参与主体协调难度大，体现为集体选择规则与操作规则尚未形

成合力和难以有效互动的问题。此类问题属于制度体系互动性不足的问题。总而言之，从制度体系的

逻辑出发，现有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模式的问题皆是制度体系完整性或互动性不足所致。

现有研究提出的多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模式，实际上提升了制度体系完整性和互动性。具体而言：

首先，强调激励与监督的治理模式（蒋培，2020），是对集体选择规则缺失的弥补；其次，强调引入

竞争机制的治理模式（鲁圣鹏等，2018），是对操作规则缺失的弥补；再次，强调党建引领、监管的

治理模式（何慧丽和许珍珍，2023），是强化集体选择规则来为操作规则运行提供支持和保障；最后，

倡导多元共治或协同共治的模式（周定财等，2021），是增进集体选择规则和操作规则的嵌套互动，

通过促进制度体系形成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四个村庄案例的多案例比较研究，采用嵌套制度分析框

架，分析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体系的运行成效及其差异，揭示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制

度逻辑。本文研究发现：制度体系是不同层级规则的构型，其中，制度体系互动性与完整性的差异决

定制度体系的运行成效，而制度体系高完整性和高互动性是制度体系稳定运行、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治

理集体行动的关键条件。基于对制度体系完整性和互动性的分析，本文提出三条实现良好农村人居环

境治理集体行动的制度路径：一是以制度体系互动性提升制度体系完整性的“纵向飞跃式”路径，这

种路径强调不同层级规则的协调和配合，以确保制度的全面落实；二是以制度体系完整性推动制度体

系互动性的“横向推进式”路径，这种路径注重制度体系的系统性和全面性，通过完善各个层级的实

施细则来提高制度的执行效果；三是制度体系完整性和互动性相互促进、共同提升的“纵横交错式”

路径，这种路径强调同步增强制度体系的完整性和互动性，通过综合性的制度设计和执行来实现整体

效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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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在国家治理中，制度体系完整性和互动性应得到足够的重视。一方面，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要完善基本制度设计，在此基础上根据客观行动情境和群

众需求变化不断改进、完善制度，提升制度体系完整性。在具体治理情境中，首先，要保证规则的充

分供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落实相关制度安排；其次，坚持以目标为导向完善规则互动机制；最后，

需要提升制度体系完整性，坚持以效率为导向落实制度。另一方面，治理者要关注不同层级规则、同

一层级不同规则、规则与相关行动者的互动，通过积极有效地互动激发制度体系的治理功能，从而实

现治理目标。在具体治理情境中，首先，需要坚持自上而下地高位推动制度实施，不断完善监督和激

励机制；其次，重视自下而上的基层反馈，及时解决基层提出的问题，提炼和推广可复制经验；最后，

拓展互动情境网络，吸纳不同参与者，提升群众的自治能力。总之，需要推进上下互动交融，实现高

效、持续的政府、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和农民等多元主体的合作，以良好的集体行动应对发展变化的

社会和生态环境挑战。

虽然作者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地级市的村庄进行了调研，但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本文案例村庄

的数量依然十分有限。本文选用案例村庄数量较少，且集中在同一市辖区，这导致村庄存在一些同质

性。未来研究可采用定量方法或纳入更多案例，收集制度体系完整性和互动性的数据，对本文研究结

论进行交叉验证，以更直观的方式呈现制度体系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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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Governance:AnExample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Sorting Pilots

SUYiqing MOSiting

Abstract: Taking four villages in Babu District, Hezhou City,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as ca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and variations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sorting pilots, and discusses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governance through a comparative multi-case study using a neste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is composed of configuration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rules.

Among them, the variations between the interaction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determine their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with high completeness and robust interaction being critical for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and the successful

realiz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governance. Furthermore, the paper proposes three pathways to achieve

institutional facilit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governance: (1) a “vertical leap” pathway that enhances

institutional system completeness through increased interaction, (2) a “horizontal advancement” pathway that promotes interaction

through improved completeness, and (3) a “cross-dimensional” pathway where completeness and interaction mutually reinforce

eachother.This paper provides generalize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China.

Keywords:Neste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Institutional System; CollectiveAction;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Governance;

DomesticWasteS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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